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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解决人工智能（ＡＩ）在企业安全管理与决策实践中因系统复杂性提升、信息不确定性

增强而诱发的员工 ＡＩ 焦虑问题，本文基于不确定管理理论（ＵＭＴ），构建“ＡＩ 焦虑－人机信任－人机

协同决策质量”的机制模型，并引入系统透明度作为边界条件，解释在风险提示与算法黑箱等情境

下员工对 ＡＩ 的威胁评估与应对方式；同时以 ５２３ 名 ＡＩ 应用企业员工为样本开展问卷调查，采用验

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与结构方程模型对测量模型、路径关系及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并控制性别、年
龄、教育、岗位性质与 ＡＩ 使用频率等变量。 结果显示：ＡＩ 焦虑降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人机信任在

ＡＩ 焦虑与协同决策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系统透明度正向调节人机信任对协同决策质量的

影响，高透明度可促进信任向高质量协同转化。
【关键词】 　 人工智能（ＡＩ）焦虑；　 安全管理；　 人机信任；　 系统透明度；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不确定管理理论（ＵＭ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ｕｎｄｅｒ ＡＩ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ＮＩＵ Ｌｉｘｉａ１，ＬＩ Ｂｏ１，ＬＩ Ｇｕｏ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ｌｕｄａｏ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２５１０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Ｚｈｏｎｇｋｕａ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Ｆｕｘ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２３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 ＡＩ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ｅｎ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 ｔ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 ｏｆ ＂ ＡＩ ａｎｘｉｅｔｙ⁃ｈｕｍａｎ⁃ＡＩ ｔｒｕｓｔ⁃ｈｕｍａｎ⁃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ＭＴ． Ｉ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ｓ ａ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ｏｗ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Ｉ⁃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ｉｓｋ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ｅ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５２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Ｉ⁃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ＦＡ ）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ｂ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ＡＩ ｕｓ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Ｉ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中 国 安 全 科 学 学 报
Ｃｈｉｎａ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第３６卷
２０２６年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ｔｒｕｓｔ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Ｉ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ｔｒｕｓｔ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ＡＩ）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ｔｒｕ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ＭＴ）

０　 引　 言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下，人工智

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Ｉ）深度嵌入高风险、高复

杂性组织环境，成为企业安全管理数智化转型的关

键动力。 《“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 ＡＩ 定位

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突破口，强调其在风险分级管

控、隐患治理、作业许可与联锁、智能预警与应急响

应等环节的应用［１］。 ＡＩ 驱动的识别—评估—预

警—处置—复盘闭环，推动安全管理由经验驱动向

数据驱动、智能协同转变［２－３］。 但 ＡＩ 系统的复杂

性、不可解释性与结果不确定性也易引发员工对可

靠性与可控性的担忧，即 ＡＩ 焦虑，并表现为不信任

预警、绕开联锁、规避或延迟采纳建议等，进而削弱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与安全治理闭环成效［４－６］。 因

此，从安全科学与安全管理视角揭示 ＡＩ 焦虑在高风

险场景中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具有重要理论意

义与实践价值。
近年来，学术界对 ＡＩ 焦虑的研究持续深化。

ＪＯＨＮＳＯＮ 等［４］ 厘清其概念根源，指向对算法自主

性、系统不透明性及人类控制力弱化的感知；ＬＩ Ｊｉａｎ
等［６］基于整合性恐惧获得理论提出多维结构与测

量框架，强调风险感知、失控感与不确定线索的作用

路径；ＳＵＳＥＮＯ 等［５］ 在人力资源样本中揭示了信

念—焦虑—变革就绪度链条，并指出高绩效工作体

系具有缓冲效应。 郭娟等［７］ 发现 ＡＩ 焦虑会降低员

工与 ＡＩ 系统的互动频率、削弱协作潜力；刘小禹

等［８］指出情绪调节能力在 ＡＩ 焦虑与工作适应之间

发挥关键中介作用；杜佩佳等［９］ 揭示了 ＡＩ 技术对

员工心理层面的双重影响；蒋建武等［１０］ 通过元分析

证实 ＡＩ 焦虑与员工工作适应能力显著负相关。 尽

管如此，现有研究多聚焦心理适应与技术采纳，尚缺

乏对其在高风险安全决策情境中作用机制的系统

探讨，如在多主体协同决策过程中，ＡＩ 焦虑可能通

过削弱员工对 ＡＩ 系统的信任，影响信息采纳、判
断参与与协作意愿，从而降低人机协同决策质

量［１１］ 。 此外，系统透明度作为可设计的技术属性

虽被认为有助于信任形成［２］ ，但其是否以及如何

调节人机信任—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关系仍缺乏

明确结论。
鉴 于 此， 笔 者 拟 基 于 不 确 定 管 理 理 论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ＵＭＴ），聚焦安全

管理情境下的人机协同决策过程，构建 ＡＩ 焦虑—人

机信任—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核心分析链条，并进

一步检验系统透明度的调节作用，以期深化 ＡＩ 焦虑

在安全管理领域的机制解释，并为企业优化人机协

同决策流程、提升智能化安全治理能力提供理论

依据。

１　 ＡＩ 焦虑的安全管理作用机制与研
究假设

１􀆰 １　 ＡＩ 焦虑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在人机协同决策背景下，决策质量是指人与 ＡＩ
系统协作过程中形成决策的准确性、可靠性与有效

性［１１－１２］。 基于 ＵＭＴ，ＡＩ 焦虑会加剧个体对决策风

险的不确定感，强化面对 ＡＩ 时的警惕与防御心

理［１３－１４］，使其更倾向于质疑系统输出、保留甚至忽

视 ＡＩ 信息，回避采纳建议并转而依赖经验或直觉判

断。 由此产生的认知与行为偏差不仅降低人机协同

决策质量，还可能导致关键安全信息被忽略或误判，
进而增加安全事故风险［１５－１６］。 在安全管理领域，高
质量协同决策是降低事故风险、提升管理效率的关

键［１７］；在人机融合实践中，其既影响事故预防与风

险控制成效，也关系着安全治理体系能否高效运转。
因此，揭示人机协同决策的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是
安全管理智能化、精细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

高风险行业安全水平的重要突破口。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Ｉ 焦虑负向影响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１􀆰 ２　 人机信任的中介作用

　 　 人机信任是指个体在与 ＡＩ 系统交互过程中对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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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靠性、公正性及功能性的信任。 信任一直是

管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经典信任理

论由 ＭＡＹＥＲ 等［１８］提出。 在人机协同决策过程中，
人机信任是促进信息共享和深度协作的关键心理机

制，对提升决策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 ＵＭＴ，ＡＩ
焦虑源于个体对 ＡＩ 技术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

会增强个体的戒备心理［１３－１４］，使其对 ＡＩ 系统的可

靠性和公正性产生质疑，并减少对 ＡＩ 决策的依赖，
从而降低对 ＡＩ 系统的信任［１９］。 因此，提出以下

假设：
Ｈ２：ＡＩ 焦虑与人机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一方面，人机信任下降会削弱协作深度与互动

频率，并降低个体对 ＡＩ 信息的采纳意愿，从而削弱

人机协同决策效果；由此引发的决策延误与判断偏

差，可能直接威胁企业运行的安全稳定。 相反，人机

信任可促进信息共享与深度协作，提升决策的准确

性、可靠性与安全性［２０－２１］；个体对 ＡＩ 系统越信任，
越倾向于采纳系统建议并积极参与协作［２２］。 基于

此，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人机信任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
结合 Ｈ２ 与 Ｈ３ 可知：ＡＩ 焦虑可能通过降低员工

对 ＡＩ 系统的信任，进而间接削弱人机协同决策质

量。 因此提出：
Ｈ４：人机信任在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与 ＡＩ 焦虑

之间起中介作用。

１􀆰 ３　 系统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系统透明度是指用户对 ＡＩ 系统决策逻辑、运作

方式及潜在风险点的理解程度［２３］。 在安全敏感决

策环境中，透明度水平不仅可能改变人机信任对协

同决策质量的作用强度，也影响员工对安全指令与

预警信号的响应速度和准确性。 基于 ＵＭＴ，系统透

明度可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改善信息交流，促进信任

基础上的人机合作，从而提升协同决策质量［２４］，对
复杂技术系统的安全运行与风险防控具有重要

意义。
具体而言，当系统透明度较高时，ＡＩ 的决策逻

辑、操作流程与风险提示更清晰可理解，员工更易判

断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减少不确定感与焦

虑［２５］，从而强化人机信任对协同决策质量的正向作

用，促使员工更愿意采纳建议并开展更充分的人机

互动，进而提升协同决策质量［２６］。 相反，当系统透

明度较低时，员工难以及时把握决策依据与潜在风

险信息，易产生认知模糊与理解偏差，安全感知下降

并加剧焦虑与不确定感；此时人机信任更难建立与

维持，即便存在一定信任，也难以有效转化为高质量

的决策互动与协作，最终削弱人机协同决策效果。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５：系统透明度在人机信任与人机协同决策质

量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以 ＡＩ 焦虑为自变量、人机

信任为中介变量、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为因变量，并引

入系统透明度作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图 １）。

图 １　 理论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２　 人机信任与系统透明度实证研究

２􀆰 １　 人机信任与系统透明度样本分析

　 　 正式调研前，组织约 ５０ 名来自能源、制造及高

科技行业的员工开展预试验，检验条目语义清晰度

与情境适用性并据反馈优化表述。 随后进行信度与

效度检验：４ 个核心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均大于 ０􀆰 ６、
复合信度均大于 ０􀆰 ７；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结果显示，各构念平均方差提

取量（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均大于 ０􀆰 ５，
且 ＡＶＥ 平方根均大于变量间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正式调研采用多阶段问卷调查，面向全国 ＡＩ 技

术应用企业员工收集数据，调查前说明仅用于科研

并严格匿名处理；为提高回收率与 ３ 阶段数据匹配

完整性，设置唯一抽奖编号用于匹配 ３ 次问卷，完成

３ 次调查者给予手机充值卡或管理学书籍等奖励。
为降低同源偏差影响，采用 ３ 阶段纵向设计，间

隔均为 １ 个月收集数据：Ｔ１ 测量员工 ＡＩ 焦虑（发放

６４７ 份，回收 ６２１ 份，回收率 ９５􀆰 ９８％）；Ｔ２ 面向 Ｔ１
回收样本测量人机信任与系统透明度感知（发放

６２１ 份，回收 ５８９ 份，回收率 ９４􀆰 ８５％）；Ｔ３ 测量人机

协同决策质量并收集人口统计信息（发放 ５８９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５２３ 份，有效回收率 ８８􀆰 ７９％）。 最终

获得 ５２３ 份 ３ 阶段匹配样本：男性 ５１􀆰 ６％、女性

４８􀆰 ４％；１８～５５ 岁年龄段中，２６ ～ ３５ 岁的占 ５５􀆰 １％；
本科及以上 ６７􀆰 ５％。 样本覆盖制造业、高科技、医
疗保健、金融、能源与交通运输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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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ＡＩ 焦虑与人机信任、系统透明度量表测量

　 　 量表均选取自国内外权威期刊中已验证的成熟

量表，并结合研究背景对部分题项进行情境化修订。
针对国外量表，采用翻译—回译程序以保证语义一

致性。 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１ ＝ “完全

不符合”，５ ＝ “完全符合”）。 研究主要变量及其测

量工具如下：
１） ＡＩ 焦虑。 测量量表来源于 ＬＩ Ｊｉａｎ 等［６］的研

究，共 ６ 道题项，典型题项如“我担心 ＡＩ 在工作中给

我带来安全风险”。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 ８４５，表明

内部一致性较高。
２） 人机信任。 测量量表来源于 ＧＵＬＡＴＩ 等［２６］

的研究，共 １２ 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相信 ＡＩ 将为

我的最大利益行事”。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 ８６８，信
度良好。

３）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测量量表来源于

ＳＨＡＭＩＭ 等［２７］的研究，共 ６ 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
认为我与 ＡＩ 一起作出了好的工作决策”和“我与 ＡＩ
一起的工作决策有助于提高工作绩效”。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 ７８１，具有较高可靠性。
４） 系统透明度。 测量量表来源于 ＬＩ Ｊｉａｎ 等［６］

的研究，共 ３ 个题项，典型题项如“我很清楚 ＡＩ 是如

何作出决策的”。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０􀆰 ９３７，内部一

致性极高。

５） 控制变量。 为排除人口统计因素干扰，将年

龄、性别、教育程度、行业和工作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纳入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上述特征会影响技术接

受、ＡＩ 焦虑及协同决策表现［２８－３１］，纳入控制变量有

助于更准确识别核心变量间作用机制。

３　 ＡＩ 焦虑与人机信任、系统透明度实
证检验与结果

３􀆰 １　 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检验 ＡＩ 焦虑、人机信任、系统透明度与人机

协同决策质量的区分效度，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并通

过 ＡＭＯＳ 软件进行 ＣＦＡ。 结果（表 １）显示，４ 因子

模型拟合最佳卡方统计量 χ２ ＝ ３３７􀆰 ３２４，自由度 ｄｆ ＝
３１８，χ２ ／ ｄｆ ＝ １􀆰 ０６１，比较拟合指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ＣＦＩ） ＝ ０􀆰 ９９７，塔克 －刘易斯指数 （ Ｔｕｃｋｅｒ⁃
Ｌｅｗｉｓ Ｉｎｄｅｘ，ＴＬＩ） ＝ ０􀆰 ９９７，近似均方根误差 （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ＥＡ ） ＝
０􀆰 ０１１，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ＲＭＲ）＝ ０􀆰 ０２６，显著优于其他竞争

模型，并通过 ０􀆰 ０１ 水平卡方检验，表明 ４ 个核心变

量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此外，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

检验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第 一 主 成 分 解 释 率 为

３７􀆰 ８９５％，低于 ４０％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

法偏差，可开展后续分析。
表 １　 ＣＦＡ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ＦＡ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４ 因子（Ｊ，Ｘ，Ｔ，Ｃ） ３３７􀆰 ３２４ ３１８ １􀆰 ０６１ ０􀆰 ９９７ ０􀆰 ９９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６
３ 因子（Ｊ，Ｘ＋Ｔ，Ｃ） １ ６６９􀆰 １３１ ３２１ ５􀆰 ２００ ０􀆰 ８０６ ０􀆰 ７８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７６ ３
２ 因子（Ｊ，Ｘ＋Ｔ＋Ｃ） １ ６７２􀆰 ３８２ ３２３ ５􀆰 １７８ ０􀆰 ８０６ ０􀆰 ７８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６ ２
１ 因子（Ｊ＋Ｘ＋Ｔ＋Ｃ） １ ６７３􀆰 ２１８ ３２４ ５􀆰 １６４ ０􀆰 ８０６ ０􀆰 ７８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７６ １

　 　 注：Ｊ 为 ＡＩ 焦虑，Ｘ 为人机信任，Ｔ 为系统透明度，Ｃ 为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３􀆰 ２　 样本特征与相关性检验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 ２。 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ＡＩ 焦虑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显著

负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 ｒ＝ －０􀆰 ６０７，显著性概率 ｐ＜

０􀆰 ０１）；ＡＩ 焦虑与人机信任显著负相关（ ｒ ＝ －０􀆰 ６５８，
ｐ＜０􀆰 ０１）；人机信任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显著正相

关（ ｒ＝ ０􀆰 ６０９，ｐ＜０􀆰 ０１）。 上述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
初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表 ２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性别 １􀆰 ４８ ０􀆰 ５０ １ — — — — — — — —
年龄 ２􀆰 ５ ０􀆰 ９０ －０􀆰 ０１６ １ — — — — — — —
工龄 ２􀆰 ４８ １􀆰 ２３ －０􀆰 ０５６ ０􀆰 ７５１∗∗ １ — — — — — —
学历 １􀆰 ７７ ０􀆰 ６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８ １ — — — — —
行业 ３􀆰 ５５ １􀆰 ８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５ １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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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Ｉ 焦虑 ２􀆰 ４５ ０􀆰 ９１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４∗∗ ０􀆰 １４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８ １ — — —
人机信任 ３􀆰 ５５ ０􀆰 ７８ －０􀆰 ０６９ －０􀆰 １４７∗∗ －０􀆰 １７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５ －０􀆰 ６５８∗∗ １ — —

系统透明度 ２􀆰 ４３ １􀆰 ０８ ０􀆰 ０６９ ０􀆰 １２０∗∗ ０􀆰 ０８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０∗∗ －０􀆰 １７４∗∗ １ —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３􀆰 ５６ ０􀆰 ８４ －０􀆰 ０９４∗ －０􀆰 １２９∗∗ －０􀆰 １５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０ －０􀆰 ６０７∗∗ ０􀆰 ６０９∗∗ －０􀆰 １３３∗∗ １
　 　 注：∗表示 ｐ ＜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表示 ｐ＜ ０． ００１，表 ３、表 ５ 同。

３􀆰 ３　 假设检验分析

３􀆰 ３􀆰 １　 主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年龄、工作年限、教育程度和所在

行业的基础上，回归分析结果（表 ３）显示，ＡＩ 焦虑

对人机协同决策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Ｍ４，β ＝
－０􀆰 ７０２，ｐ＜０􀆰 ００１；Ｍ１—Ｍ５ 代表模型 １—模型 ５），验
证了假设 Ｈ１。

表 ３　 人机信任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ｔｒｕｓｔ

变量类型 变量
人机信任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４∗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１∗

年龄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工龄 －０􀆰 １４９∗ －０􀆰 ０２１ －０􀆰 １４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１
学历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１
行业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３∗

自变量 ＡＩ 焦虑 — －０􀆰 ８５２∗∗∗ — －０􀆰 ７０２∗∗∗ －０􀆰 ３９３∗∗∗

中介变量 人机信任 — — — — ０􀆰 ４８０∗∗∗

决定系数 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７４４ ０􀆰 ０４１ ０􀆰 ６６７ ０􀆰 ７２６
解释力增量 ΔＲ２ ０􀆰 ０３８ ０􀆰 ７０６ ０􀆰 ０４１ ０􀆰 ６２５ ０􀆰 ０５９

统计量 Ｆ ４􀆰 ０８１∗∗∗ ２４９􀆰 ５５９∗∗∗ ４􀆰 ４６７∗∗∗ １７２􀆰 １６５∗∗∗ １９４􀆰 ９３２∗∗∗

Ｆ 变化量 ΔＦ ４􀆰 ０８１∗∗∗ １ ４２０􀆰 ９１３∗∗∗ ４􀆰 ４６７∗∗∗ ９６８􀆰 ８４２∗∗∗ １１１􀆰 １０７∗∗∗

３􀆰 ３􀆰 ２　 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人机信任的中介作用，采用因果步骤法

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进行双重验证：
１） 因果步骤法。 由表 ３ 可知：ＡＩ 焦虑显著负

向影响人机信任（Ｍ２，β＝ －０􀆰 ８５２，ｐ＜０􀆰 ００１），验证了

Ｈ２；人机信任显著正向影响人机协同决策质量（Ｍ５，
β＝ ０􀆰 ４８０，ｐ＜０􀆰 ００１），验证了 Ｈ３；控制 ＡＩ 焦虑后，人
机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Ｍ５，β ＝ ０􀆰 ４８０，ｐ＜０􀆰 ００１），
同时，ＡＩ 焦虑对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负向影响依然

显著（Ｍ５，β＝ －０􀆰 ３９３，ｐ＜０􀆰 ００１），说明人机信任在两

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 Ｈ４。
２）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分析。 ＡＩ 焦虑对人机协同决策质

量的中介效应通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进一步检验，重复抽

样 ５ ０００ 次，具体效应值与 ９５％置信区间见表 ４。 结

果显示：ＡＩ 焦虑对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总效应为

－０􀆰 ７３９ ２（９５％ＣＩ＝［－０􀆰 ７８５ ９，－０􀆰 ６９２ ６］）；直接效

应为－０􀆰 ３６２ １（９５％ＣＩ ＝ ［ － ０􀆰 ４４４ ２，－ ０􀆰 ２８０ ０］）；
间接效 应 为 － ０􀆰 ３３７ １ （ ９５％ ＣＩ ＝ ［ － ０􀆰 ４５１ ２，

－０􀆰 ３０７ ９］）；其中， ＣＩ 表示置信区间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

间均不包含 ０，进一步验证了人机信任的部分中介

作用，Ｈ４ 得到稳健支持。
表 ４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效应 效应值 标准误差 ９５％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０􀆰 ３３７ １ ０􀆰 ０３５ ７ ［－０􀆰 ４５１ ２，－０􀆰 ３０７ ９］

直接效应 －０􀆰 ３６２ １ ０􀆰 ０４１ ８ ［－０􀆰 ４４４ ２，－０􀆰 ２８０ ０］

总效应 －０􀆰 ７３９ ２ ０􀆰 ０２３ ７ ［－０􀆰 ７８５ ９，－０􀆰 ６９２ ６］

３􀆰 ３􀆰 ３　 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系统透明度在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采用均值中心化处理后的人机信任与系统透明度交

互项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５。 回归分析显

示，人机信任与系统透明度的交互项显著正向影响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Ｍ８，β＝ ０􀆰 ０６９，ｐ＜０􀆰 ０５），验证了

假设 Ｈ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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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系统透明度调节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变量类型 变量
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控制变量

性别 －０􀆰 １１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６
年龄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１
工龄 －０􀆰 １６３∗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５
学历 －０􀆰 ０６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８
行业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中介变量 人机信任 — ０􀆰 ８１７∗∗∗ ０􀆰 ８１５∗∗∗

调节变量 系统透明度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６

交互项
人机信任×
系统透明度

— — ０􀆰 ０６９∗

— Ｒ２ ０􀆰 ０４２ ０􀆰 ６８３ ０􀆰 ６８７
— ΔＲ２ ０􀆰 ０４２ ０􀆰 ６４１ ０􀆰 ００５
— Ｆ ３􀆰 ８０６∗∗ １３２􀆰 ７７５∗∗∗ １１８􀆰 ４３２∗∗∗

— ΔＦ ３􀆰 ８０６∗∗ ４３６􀆰 １１７∗∗∗ ６􀆰 ４０３∗∗∗

图 ２　 系统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Ｆｉｇ． 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为更直观呈现系统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绘制简

单斜率图（图 ２）。 结果显示：系统透明度较高时，人
机信任对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正向影响更强，表明

系统透明度对该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Ｈ５ 得到

验证。
　 　 为进一步检验系统透明度的调节效应，采用简

单斜率显著性检验方法分析系统透明度在不同水平

下人机信任对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影响强度及其显

著性。 结合系统透明度高低水平的效应值（表 ６），
当系统透明度处于低水平时，人机信任对人机协同

决策质量的效应估计值为 ０􀆰 ８１７ ２ （ ９５％ ＣＩ ＝
［０􀆰 ７４１ ９，０􀆰 ８９２ ５］）；当系统透明度处于高水平时，
效应估计值为 ０􀆰 ９３８ ９（９５％ＣＩ＝［０􀆰 ８７０ １，１􀆰 ００７ ６］）。
两者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表明在高和低系统透明

度的时候，人机信任和人机协同决策质量的关系均

显著。 假设 Ｈ５ 得到支持。

表 ６　 调节效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 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系统透明度 效应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低限 高限

低系统透明度 ０􀆰 ８１７ ２ ０􀆰 ３８３ ０􀆰 ７４１ ９ ０􀆰 ８９２ ５
高系统透明度 ０􀆰 ９３８ ９ ０􀆰 ０３５ ０ ０􀆰 ８７０ １ １􀆰 ００７ ６

４　 ＡＩ 焦虑与人机信任、系统透明度研
究讨论

４􀆰 １　 ＡＩ 焦虑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

　 　 证实 ＡＩ 焦虑显著降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企业

若不及时识别与干预，可能削弱安全控制与风险防

范。 该效应具有情境差异：高风险行业因 ＡＩ 深度嵌

入预警、联锁与应急环节，系统不确定性更易诱发焦

虑，导致不信任预警、绕开联锁或延迟采纳建议，显
著削弱协同安全效能；低风险行业 ＡＩ 多用于流程优

化，焦虑主要体现为适应与效率担忧，对安全影响相

对有限且可通过培训缓解。 因此，高风险行业应重

点提升系统透明度、强化培训与安全文化建设，低风

险行业则侧重增强员工对 ＡＩ 的理解与接受度；组织

层面可建立 ＡＩ 心理监测与干预机制并开展针对性

培训，以保障协同决策稳定有效。

４􀆰 ２　 人机信任

　 　 人机信任在 ＡＩ 焦虑与人机协同决策质量之间

发挥关键中介作用，拓展了 ＵＭＴ 在安全管理领域的

解释边界。 较高的人机信任可缓冲 ＡＩ 焦虑带来的

认知干扰，提升协同决策的准确性与一致性，从而降

低安全判断失误风险。 鉴于信任既受 ＡＩ 系统性能

与透明度影响，也受组织沟通、管理支持与安全文化

塑造，企业推进 ＡＩ 落地应同步构建可信技术环境与

协作机制，以保障关键安全决策稳定可靠。

４􀆰 ３　 系统透明度

　 　 系统透明度显著调节人机信任对人机协同决策

质量的作用，拓展了 ＵＭＴ 关于情境变量调控的应用

边界，也凸显其在高风险决策环境中的治理价值。
实践中，应强化 ＡＩ 透明性建设，公开关键决策流程、
解释推理逻辑并完善风险提示，以减少误解与事故

风险，提升 ＡＩ 在安全管理中的可靠应用。

５　 结　 论

　 　 １） 从安全管理视角出发，以 ＵＭＴ 为理论基础，
本文厘清了 ＡＩ 焦虑在安全管理实践中的作用机制

与演化路径，即 ＡＩ 焦虑通过降低人机信任，进而显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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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削弱人机协同决策质量，并对企业安全风险管控

与安全决策有效性产生负面影响。
２） 系统透明度在人机信任与人机协同决策质

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当透明度较高时，员工更易理

解 ＡＩ 决策逻辑、运行机制及潜在风险，从而强化人

机信任对协同决策质量的促进效应；当透明度较低

时，该效应相对减弱。
３） 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但

仍有局限，一是多行业样本提升代表性，但行业在技

术依赖、风险环境与组织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影响结

论的稳定性与普适性；二是尽管采用多阶段问卷，数
据本质仍偏横截面，因果推断的稳健性受限。 未来

可聚焦特定行业，并结合行为实验、眼动追踪或脑电

等方法开展实时测量，以刻画 ＡＩ 焦虑对协同决策的

动态影响与心理机制。
４） 鉴于研究设计阶段未系统区分行业风险水

平、ＡＩ 技术类型及关键技术特征，未来可从 ３ 方面

拓展：①开展行业异质性分析，按风险等级与技术依

赖度分组比较以提升外部效度；②细分 ＡＩ 技术类

型，检验其对焦虑与决策行为的差异化影响；③结合

可解释性等特征扩展系统透明度维度，并引入行为

指标进一步揭示其调节机制，从而增强结论的情境

适用性与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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